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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阶层分化与共振的公共空间*

——一个理解阶层意识形成的微观经验

陈文琼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基于东莞芳村的微观经验叙事，探讨既已分化为不同阶层的村民在其同属的熟人社会

中形成阶层意识甚至阶层行动是如何可能的。第一，熟人社会的某种特质为阶层互动提供了天

然便利，该特质即高度共振的公共空间。第二，公共空间在熟人社会中由以人情为代表的公共

生活、以广场为代表的公共场所、以集体成员为代表的公共政治经济身份、以面子为代表的公

共价值等元素组成。第三，熟人社会的阶层差别直观可视、阶层互动不可避免，公共空间的高

度共振性将阶层差别通过阶层互动强制性渗透到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并参与公共规则的再生

产。第四，如果分化的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弱势阶层失落感和强势阶层优越感的阶层意识将会

在直观差别和强制互动中形成和积累。第五，这组对立的阶层意识成为熟人社会客观存在的政

治风险，并可能以阶层冲突的形式释放其对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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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17日，笔者及所在团

队在东莞市芳村①驻村调研，发现该村存在基

于经济收入差异的显著且趋于固化的阶层分

化，不同阶层内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

富裕群体在村庄中积累了越来越强的优越感，

贫弱群体在村庄中积累了日渐显著的失落感和

自卑感，这种对立的社会情绪在芳村一触即燃，

针对富裕群体的阶层冲突已然发生，它以反对A

在村里的公众场合跳广场舞、反对集体收入在

阶层间分配不公为具体斗争目的，以富裕阶层

的表面退让为斗争结果。芳村为本文系统考察

熟人社会、阶层分化与共振的公共空间

熟人社会的阶层关系，具体包括面对面的阶层

互动、阶层意识的形成和阶层行动的发生，提供

了完整的经验叙事，为熟人社会中阶层互动提

供天然便利的特质概念化的经验支撑。

二、既有阶层研究的启示与本研究
的理论关切

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阶层研究主要有三大范

式，即马克思开创的以阶层对立为核心更关注

社会冲突的研究范式，韦伯开创的以多元分层

为核心更关注社会冲突主观意识条件的研究范

式，以及涂尔干开创的以社会分工为核心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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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社会整合的研究范式。[1]（P25-47）

我国既有的阶层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一

是重在对阶层结构进行客观描述的静态研究范

式，该范式一定程度上是对韦伯和涂尔干的继

承，以社会整合为目的，相对回避分层社会的矛

盾和冲突，也是国内阶层研究的主流；二是重在

对不同阶层相互关系进行质性分析的动态研究

范式，该范式是对马克思的继承，直面分层社

会的矛盾和冲突。随着我国阶层分化日渐显著，

阶层间关系的研究也理应被重视。[2-3]

阶层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关注阶层间的质性

关系、阶层互动、阶层意识的形成和阶层行动

或阶层冲突的可能，在阶层质性关系既定的状

态下，阶层互动是阶层意识和阶层行动得以形

成的前提，这种阶层互动既包括同一阶层内部

的互动，也包括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真实的社

会互动是“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的必

要条件；[4](P159)缺乏互动就缺乏“同属于一个整

体的感觉”，进而使阶层并不具备能够形成统

一行动的共同体特质；[5](P64)阶层成员沟通机会

越多、地理分布上越集中，就越容易被组织起

来形成集体行动。[6]（P185-191）

总体来看，我国宏观社会的阶层意识并未

形成。当前我国阶层分化已经出现，但其还是

作为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存在，其主观阶层意识

并未形成，是既有研究对我国现阶段阶层状态

的总体判断。利益碎片化、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

职业收入等分层指标之间关联强度不大等因素

被认为是主观阶层意识未形成的关键，[7]（P87）[8]

若没有政治组织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外在推动，

阶层冲突就只会在小范围内以群体性事件的形

式发生，即外在推动是在宏观社会形成主观阶

层意识的必要条件。[1]（P108-109）

近几年，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微

观社会的阶层分化，将村庄这一熟人社会作为

阶层研究的微观场域，[9-11]在其中探讨阶层结

构、阶层互动和阶层冲突的形式。既有研究认

为，在村庄这一微观社会，阶层意识形成无需

外在推动，村庄熟人社会性质中的信息对称、

互动在场、公共性和价值共享为村庄内的阶层

互动和阶层意识形成提供了天然条件，[12-13]熟

人社会发生了或者正发生着诸多事件或现象

的阶层表达。[14-17]

既有研究给予本文的启示是：从宏观社会

的阶层研究来看，它突出强调了阶层互动对阶

层意识和阶层行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微观

社会的阶层研究来看，它将阶层在熟人社会 ①

中微妙、灵动且具体的互动呈现出来，揭示了

阶层互动的内在过程，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宏观

社会阶层研究所缺乏的阶层互动研究。但是，

既有研究未能解答一个关键问题，即宏观社会

与微观社会在阶层分化和阶层意识形成之间

的这种迥然差异的原因，除了通过阶层互动来

解释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中间的概念或者机

制，能够更清晰的对这种差异进行表达，这也

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关切。即，微观社会的阶

层研究并非认为促成阶层互动的是熟人社会本

身，而是熟人社会的一些特质，他们对这些特质

在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贴近现象的阐述，却没

有对其进行概念化的提升，而概念化提升是在

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之间进行知识迁移不可或

缺的环节。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熟人社会阶层关

系的系统考察，结合现有研究对熟人社会中为

阶层互动提供天然便利的特质进行再梳理，并

对这些特质进行概念化的提升，分析这些概念

在宏观社会阶层研究中的适用性。

三、研究进路：共振的公共空间

人的社会性，是人必然参与社会互动并从

中形塑和获得自我认知从而实现社会化的哲学

出发点，人是在他人的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

即人具备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其参与到“社会世

界的公共空间”之中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18]因

此，社会互动是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而阶层互

动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类型，也不例外。

①文章没有对村庄和熟人社会做区别，在使用中，村庄也指涉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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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建构性

的存在，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相互

沟通或交往。[19]熟人社会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

供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熟人社会的公共空间

也由生活在其中的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

建构，社会互动的内容不同，公共空间也因此具

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因为村庄熟人社会各领域

之间并不独立，[3]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熟人社会

中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间存在较强的共振效应，

即在一种形式的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很快

会渗透到另一种形式的公共空间之中并产生影

响。因此，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高度共振的公

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而非局

部的。

（一）熟人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基本形式

学界对我国农村公共空间主要有两种分类

方法，一种是以空间属性为标准，将村庄社会的

公共空间分为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和文化范

畴的非实体空间；[19]另一种是以公共空间的搭

建主体为标准，将村庄社会的公共空间分为正

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20]而熟人社会

的人际互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基

本领域，本文将从这四个基本领域出发，考察非

实体公共空间，以求更清晰地呈现不同形式公

共空间之间的传感效应，观察经济公共空间的

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中如何向四个领域进行系

统传感的。既有熟人社会研究领域，对人情[21]、

村庄政治现象[22]、村庄经济分化[22]（P233-239）、

面子[23]和村庄公共文化建设[24]（P105-126）都有关

注，这些内容分别代表着熟人社会公共 空间

不同的基本形式，以下结合芳村经验原型分别

阐述。

物理形式的公共空间是最具体的，村庄熟

人社会中，公路、广场、小卖部、麻将馆、宗祠、

老年人活动中心都有可能成为村民共同活动的

场所，其主要特征是公共性，熟人社会的日常交

往活动，通常在公共场所中开展。芳村最具活力

的公共场所是集体为村民修建的广场，为村民闲

暇、开展集会提供空间。

政治公共空间是村庄的核心公共空间之

一，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政治组织是

村庄政治公共空间的具体形式，敏感性是其主

要特征，很容易受到熟人社会其他要素的影响，

比如血缘认同、利益聚合或冲突、人情往来等

等。芳村的政治公共空间包括村民大会、村民

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和换届选举。

经济公共空间是村庄的核心公共空间，通

常指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

会、公共财产和一切关乎共同经济利益的事务

以及熟人社会的经济结构。芳村的经济公共空

间非常发达，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高度分化且趋

于固化的经济分层结构在其中最具影响力。

文化公共空间是村庄中最为本质的公共空

间，通常以村民在价值追求、人生意义等终极

问题回答中得到体现，传统村庄社会的文化价

值是“传宗接代”[25]，但随着现代性和市场经济

的渗透，村庄传统文化价值面临解体，正在被

市场化的“有钱即有面子”的价值替代，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呼吁应该重视村庄的文

化建设。[24]（P105-126）芳村以其强大的集体经济维

系了村庄丰富多面的文化生活，包括篮球、游泳

等体育活动，元宵灯会、重阳敬老等节日传统，

从而使文化公共空间的活力得到保留和发展。

社会交往公共 空间是村庄中最为日常的

公共空间，最突出的代表是熟人社会的人情往

来，人情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确认、更是社会关

系的再建构。[21]芳村的社会交往公共空间除了

人情之外，还有通过跳广场舞而组成的人际交

往的圈子。

（二）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高度共振效应

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政治、经济分化和文化

价值等领域在逻辑上具有很强的关联度，[3,11-12,14,17]

熟人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交互影响而非孤立存在

的，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各个基本形式之间也

存在着高度共振效应。熟人社会各领域之间的

交互影响，根本上源于其生产、生活和政治的三

位一体性，这也是村庄熟人社会与城市社区的

本质区别：在传统农业型社会，这种三位一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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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村庄政治均在村庄

的场域中开展，它们在村庄场域中已经交织为

关联密切的网；在现代化的工业村庄中，农业生

产被工业生产或地租经济替代，但不变的是，

三位一体关联密切的网仍然存在，甚至更有活

力。熟人社会中，这张关联密切的网，是其公共

空间高度共振效应的传感器。

村庄的发展越是向内用力，其三位一体性

就会越发凸显，从中国不同区域正在发生的实

践来看：东部沿海发达的工业村庄往往存在很

强的向内用力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村民的村庄

生活依然完整，且村民具有长远的在村庄生活

的未来预期，村庄也与村民利益攸关，因而村

民就会对发生在村庄内部的事情更加敏感；而

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随着外出务工和城市

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村民开始从经济上、

政治上、社会生活上退出村庄进入城市，留在村

庄的村民也有着进入城市的未来预期，而并没

有在村庄的长远生活预期，村庄与村民的关联

逐渐减弱，村民对村庄的关心也趋于淡化。两

种不同的用力方向，也带来了两种不同的阶层分

化格局，即中西部农村富人进城进而形成村庄

内部的去分化格局，[26]以及东部沿海农村富人

在村进而形成村庄内部高度阶层分化的格局，

本文所要探讨的东莞芳村即为向内用力且经济

上高度分化的村庄。

四、分层与固化：东莞芳村的阶层
分化

（一）芳村概况

芳村共1600余村民，400来户，外来人口逾2

万人，全村土地面积2500多亩，这些土地已全部

开发完毕。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达5亿多人

民币，上一年度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800万元，同

年截至10月，村集体经济总收入8000余万元。

2009年，芳村为村民修建的花园小区建成，每

个村民有30㎡的免费面积，以户为单位，超出部

分向村集体支付1500元/㎡的成本价，花园小区

在性质上属于村集体建的福利房，属于小产权

房，市场流通性较差。全体村民迁居该小区，村

民在居住上更加集中，熟人社会没有被大量的

外来人口在空间上切割。因为村集体提供的福

利很好，芳村村民极少有外迁农户，在地完成城

市化，村民收入不再与农业相关，在居住上、生

活方式上，都已然与城市无异，甚至从集体福

利的角度出发，村庄对他们而言有着比城市强

得多的吸引力。

（二）卖地与集资：芳村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

芳村的村集体经济大开发始于1992年，当

时为了使“一穷二白”只有土地的芳村成为外来

投资者的投资圣地，芳村必须提升自己的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最迫切的任务是修路。而当时，

村里没钱，政府要管的村很多且当时政府本身

也不富裕，芳村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两步，一步是

面向本村村民“卖地—换钱—修路—盖厂房”；

另一步是向村民集资，村集体经济开发历史进

程中，芳村总共向村民集资2.2亿多人民币。第

二步容易理解，下面重点介绍第一步。

芳村将规划道路两边的土地划成140㎡一块

的商铺用地，村干部协商出起拍价后，所有地块

在村内竞价，价高者得地，最终成交价格在800

到1200元/㎡不等。离道路稍微远一点的土地，

用来盖厂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招商引

资，外来资本可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资

本自建厂房；一种是永久性卖给私人，每笔交易

不超过5亩，价格为300元/㎡，私人盖了厂房用来

出租；最后一种是集体用卖地换的钱来盖集体

的厂房用来出租，换取常规化的集体经济收入。

这样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极大地推动了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00年和2004年，芳村以

1992年的模式又进行了两次大开发，此后村里

的土地全部都被开发完。后两次卖地过程中，

价格呈直线上涨趋势：2000年时，商铺用地成

交价格在1200~2000元/㎡之间；2004年时，商

铺用地成交价格在2000~3000元/㎡之间。

在这样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下，芳村绝大

部分商铺均为私人所有，厂房物业属于三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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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主体，即私人、村集体和外来企业主，比例

约为1：6：3。芳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

集体厂房的出租收入，例如2017年的6800万村

集体经济收入中，超5000万均来自于集体厂房

出租收入；除了厂房之外，芳村还投资建了一所

全镇最好的幼儿园，每年为集体创收近千万；

筹建一栋集体产权的写字楼，出租给公司，2017

年为村集体创收40余万元；筹建集体产权的商

铺，2017年为村集体创收500余万元。

（三）务工与收租：村民的家计模式

芳村创业者很少、村民比较保守，“半工半

租、以租为主”是芳村村民主要的家计模式，家

庭收入主要由租金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构

成，务工收入占家庭年均总收入比重不足1/3。

农户的租金收入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

别是自建房屋（包括少数农户的自建厂房）出租

的收入、村集体经济分红收入以及村集体向村

民集资每年支付的利息收入。其中村集体经济

分红收入以人头计算，2017年底的分红标准是

人均7000元；农户私人厂房和出租屋的租金收

入存在差别，最少的一年不足1万元，最多的一

年可超过500万元；利息收入，每户余钱多的借

给村集体的就多，得到的利息收入就多，2017年

付给村民的利息总额为1100多万元，与2017年

的分红支出1130万元基本相当。若分红和利息

收入在农户间都是平均分配的，以芳村400户村

民计算，每户收入就超过5万元，而村民年租金

收入绝大部分都在20万元及以上，已经远远超

过中西部绝大部分农户的年收入。

务工收入在农户的家庭生计中所起的作用

是“补贴家用、挣零花钱”。从芳村的就业情况

来看，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大学生在

城市从事白领工作，包括考取当地公务员的，占

比10%左右，年工资收入在10万元以上；第二种

是村集体内部的非市场就业机会，包括村干部、

普通办事员、治安队员、花园物业管理员、消防

员、保安、社会工作者、清洁工等，由村集体支付

工资，并且只能由本村人担任，占比近50%，除

了6名村干部年收入超过10万，其余大部分村民

的年工资收入在2~6万元之间；第三种是在村

里的工厂或企业做行政厂长、仓库保管员等，实

质上是村里安排在各个企业的眼线，目的是掌

握工厂运转情况防止企业发生重大变故如“老

板跑路”，同时在村企之间做好沟通和协调为

企业理顺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工资由企业支付，

年工资收入在7~10万元之间，占比10%左右；第

四种是在市场自谋职业者，但他们不会上流水

线，因为这是外地人的工作，通常是选择月薪

2000~3000元的办公室文员，工作形式像白领，

工资不高，却比较体面，占比30%。为了把就业

机会让给年轻人，芳村规定不聘用55岁以上的

村民，因此，55周岁是芳村默认的退休年龄。

在芳村村民的家庭生活安排中，工资收入

主要用于平时的生活费、物业费、小孩子的零花

钱，光是负担这些日常生活开支，绝大部分家庭

的工资收入都捉襟见肘，常常需要拿租金收入

来补贴。而租金收入主要用来积累存款，应对

大额支出需要，比如买车、婚丧嫁娶、看病、买

保险、就学等费用。

（四）芳村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固化

形塑芳村阶层分化的核心是村集体经济开

发模式：第一是竞价卖地，造成了土地要素在农

户间的不均衡分配，因为农户间购买能力的差

异，农户地块拥有量最多的有10多块，最少的只

有1块老宅基地；第二是向村民集资，以集体经

济收益给村民发利息，村中有10%的农户根本没

有余钱借给村集体，不同农户参与集资的能力

也不同，这意味着部分有钱借给集体的农户分

享了近乎等同于集体经济分红总数额的集体经

济收入。向村民集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均衡，可

以通过偿还本金且不再向村民借债的方式予以

解决，而土地要素的不均衡配置格局却已然固

化，因此它也是导致芳村阶层固化的主导因素。

总体来看，由于地皮拥有量不同，芳村可以划分

为四个阶层，这种租金收入的断层非常显著。

第一是富裕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100

万元以上，其中最高的两户一户为500多万、另

一户为180万，总数不超过10户，是村里的绝对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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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二是富有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50万

左右，占比近40%。本文将富有群体和富裕群体

统称为富人阶层，他们是芳村开得起豪车的人，

该群体的后代，被称为“富二代”；第三阶层是

中间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20万元左右，占

比近50%，这类村民虽然并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但消费豪车还是有压力，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精打细算；第四是贫弱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

在10万元以下，许多不足1万元，占比近10%，这

类村民甚至都开不起车，也盖不起容积率更高

的房子，芳村还专门开设了一些原本不必要的工

作岗位，解决该群体的就业问题。

由于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土地买卖已成既

定事实，且村集体再无土地出售，过去没有钱买

土地的村民，未来也不可能再买到土地，由于

没有足够的租金收入，他们甚至没有钱翻建自

己的老房子来增加租金收入；而有能力买土地

的农户，现在也获得了更多的租金收入，翻建了

更高、能容纳更多租户的出租房，进而进一步巩

固了自己的高租金收入。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

是，当前芳村这种基于租金收入的分化结构已

然固化，哪怕通过务工收入赶超，中下阶层赶超

富人阶层的可能性都是极小的，因为富人阶层

有着强大的资源俘获能力，换言之，即他们有优

先获取好的工作机会的能力。

五、公共空间高度共振：可视的
阶层差别与不可回避的阶层互动

阶层互动不可避免，公共空间高度共振是

分析芳村阶层分化现象必须重视的突出特征。

芳村400户农户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信息相

对透明，但强大的集体经济以村民与集体之间

直接的利益关系取代了过去的血缘认同，每个人

与集体关联较强而户与户之间的关联很弱，是芳

村社会关联的重要特征。在彼此熟悉但彼此间

伦理责任不强的芳村，分化的阶层位置，是每个

人在村庄中最直接的社会地位，且每个人对彼

此所处的位置都很清楚，阶层之间在消费、政治

参与、社会交往甚至村庄的舆论评价中存在的

差别是直观可视的。出于保护自尊心的需要，处

于较低阶层的村民不愿意与较高阶层的村民打

交道，但只能生活于同一熟人社会并分享公共

空间的客观现实，使他们直接的甚至面对面的阶

层互动不可回避，进而阶层分化随着阶层互动

在村庄公共空间中产生了高度共振效应。

（一）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在经济机会的依

附性

芳村在 经济机会上出现了明显的阶层 依

附，具体表现为中下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依附，包

括工作机会上的依附和经济互助上的依附。

工作机会上的依附主要是指贫弱阶层需要

依赖富人介绍工作机会。富人阶层中不少有自

建厂房，在厂房出租过程中同外来投资者、政府

和村干部之间有着不少打交道的机会，他们在

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自荐、互予方便，通常能

够给自己的子女、亲戚找到不错的工作机会，而

中下阶层的村民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

们也不想和外来务工人员同台竞争，而本身其

实也并不具备做管理者的特殊优势，就会通过

富人阶层来为自己争取这样的工作机会。

经济互助上的依附主要指贫弱阶层没有足

够用来翻建房子的资金，他们需要富人的帮助。

2018年是政策开口子允许建不超过7层楼房的

最后一年，一栋楼花费最少也要上百万，这是贫

弱阶层虽然有一处面积不小的宅基地却也只能

每年仅有不足1万元租金收入的主要原因。而富

人的流动资金很多，他们早就翻建了出租房，稳

定了自身的高租金收入。贫弱阶层向银行贷款

的能力有限，富人阶层给了他们一个合作选择，

即贫弱阶层出地、富人阶层出钱，新出租房建好

后，前16年的租金由出钱的富人阶层收，第17年

开始房子归出地的贫弱阶层，租金收入也归出

地的贫弱阶层。据村民反应，芳村2017年才建房

子的农户中，“10户有8户都采取的这种办法，不

找外面的有钱人帮忙，主要也是因为不认识，怕

靠不住，同村的人熟悉，虽然觉得没面子，但风

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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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交往的圈层化：社会交往在阶层

内部结成“圈子”

社会交往的圈层化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现

象层面，一是妇女闲暇，二是年轻人社交。

芳村妇女打发闲暇自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

广场舞队伍，此处对两支队伍的队名做学术处

理，一支称为A队，另一支称为B队，A队的成员

都很富有，B队的成员大都经济拮据。①A队在芳

村住进农民花园前就成立了，是村里最有闲暇

的人，不用工作，经济上也宽裕，经常组团到城

区专门的舞蹈培训中心去学习，回到花园也会

每天在广场上练习，她们会购买统一的漂亮服

装，整体看上去非常专业，A队常在一起跳舞的

有14个人，也欢迎新人加入，可是有人加入后在

跳舞水平、装备水平上常常跟不上队伍而被嫌

弃，后来就自觉退出了，只有那些有时间练习、

有钱请老师教学且有钱购买装备的人才渐渐能

留下来。专业的A队，每年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

舞蹈比赛，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B队除了几

个特别爱好者，其他成员都不固定，在芳村搬

进农民花园后才渐成规模，人员有很大的流动

性，谁今天有空又想跳舞就去广场上跳舞，明

天要工作没空就不去了，导致B队舞蹈并不专业，

“都是跟着电视、视频学的”，带有很强的健身

性而非审美性，没有购买统一的服装，也没有人

在意其他队员的舞跳得好不好，“都是活动活

动筋骨”。她们现有的统一服装是代表芳村参

加全镇组织的文娱活动时，村集体支持的。

年轻人社交上的圈层化是从学生时代就开

始的。芳村一贫弱阶层的妇女说，“我儿子以前

读书的时候埋怨我，说他的同学每周都有500块

的零花钱，但是他最多只有200块，他觉得很不

好意思和别人一起玩，别人穿的都是名牌，而自

己穿得很普通，觉得自卑”，还有一位年轻人也

表达类似观点，“虽然我家每个月也有一两万的

租金收入，但我的富二代朋友，他老爸一个月给

他的零花钱就一万多，年轻人心里都敏感，觉得

有差距，他们那些有钱的，随便出去吃吃喝喝玩

一下就是2000以上的开销，下了学就开父母给

买的豪车，自然而然我们就和他们玩不到一起

去了，因为玩不起”。

（三）文化价值对贫弱者的阶层排斥

文化价值上的阶层排斥主要是指，在阶层

分化的芳村，富人阶层越来越有面子，而中下阶

层越来越没有面子。芳村有两个小故事，鲜活的

呈现了文化价值的阶层排斥。

一个是A跳舞队每年都能代表芳村参加各

种比赛并获得名次，而B跳舞队要么组不齐队伍

参加不了比赛，要么参加了比赛也拿不到名次。

A队和B队，都是芳村村民自发组织成的，她们都

能够代表村集体，村干部不会厚此薄彼，镇上和

市里每年都会组织舞蹈比赛，芳村通常都会报

两支队伍上去，而最终A队经常获得第一名的成

绩，并且她们的组织带头人，还被选为代表全镇

的东莞市文化宣传大使；而B队总是拿不到奖，

“她们心里积累了许多怨气，也越来越自卑”，

她们与A队之间的隔阂，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

心理上的和文化上的。

另一个是，村里贫弱阶层的村民因为脆弱

而敏感的自尊心，不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以至

于在封闭式管理的花园小区，保安不认识他们，

他们常有在出入时经历身份盘问的体验，甚至

有请村干部出面证明身份的。而富裕群体相对

体面，花园工作人员基本都认识，即便是步行出

入花园，也能迅速被保安认出来，而无需接受

身份验证。但村里的不少贫弱阶层，他们逐步缩

小了社交圈，这是因为“有钱人说话和没钱人说

话是不同的，有钱人说话的声音大，聊的都是

昂贵的衣服、旅游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但是我

们能都不敢出去，怕花钱，现在别人家孩子结

婚我也不去了，我踩单车的不好意思和别人开

车的一起玩”，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村里“没头

①这里的A队，在芳村村民间，通常被叫做“富太太”队，因为都是有钱人家的富太太；B队，则被叫做“老太太”队，但

并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相反，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岁到60岁之间，被叫做“老太太”队，是他们在和“富太太”队作

比较的时候，因为自卑和敏感，而自称“老太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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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脸”的人，和富人的“有头有脸”形成了鲜明

对照。

六、阶层意识与阶层冲突：熟人
社会阶层分化的政治共振效应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其阶层分化

效应会通过熟人社会高度共振的公共空间向政

治领域传导。芳村的阶层分化已经在不同形式

的公共空间的互动下形成了共振效应，让不同

阶层形成了各具特点的阶层性格，主要表现为富

人阶层的自信、悠闲与傲慢，贫弱阶层的自卑和

中间阶层的谨小慎微。这些阶层性格形塑了不

同阶层的自我意识，并且缺乏土地和利息收入

是中下阶层共同的两个致贫原因，当有机会改

变现状的时候，他们有着能够因为共同利益而

被组织起来一同采取行动的可能，这种行动本

质上是阶层行动或阶层冲突，从而阶层间在任

何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在熟人社会都可能通过公

共空间的共振效应向政治公共空间传导，最终

村集体为了调和阶层矛盾以政治手段重新调整

阶层间的利益关系。

趋于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存在调整的可能

性是引发阶层冲突的导火索。2016年底，芳村

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索是芳

村被政府征用了一块地，芳村因此获得了6个亿

的收入，村干部希望将这笔钱用来给村集体经

济提档升级，部分村民有不同意见，认为这笔钱

应该按人头平分给村民。这种不同意见迅速被

几个想当村干部没当成的村民获取，并在村里

煽动中下层村民，“这笔钱放在村里，就是让那

些有钱人得好处、吃利息”，很快中下层村民迅

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共同利益，并同时意识到

村集体提议带来的相对剥夺的可能性，进而被

大范围调动起来，开展游行、静坐、拉横幅等社

会活动。

一旦阶层情绪被点燃，阶层冲突就从经济

领域向文娱活动领域蔓延，矛盾进一步扩大，

中下层对A队在花园广场上跳舞这件事“忍很久

了”，他们砸了A队的音响，阻止她们继续在村

民看得见的地方跳舞，阶层之间的矛盾，从潜在

的针对转向了显在的不满。

满足中下阶层的诉求，是抚平其阶层情绪，

缓和阶层冲突的关键。芳村全村总人口才1600

余人，但参与这次群体性事件的就达到了超600

人之多，整个事件持续了近一个月，村干部完

全控制不了局势。最后在镇政府的介入下，通过

下派武警官兵严守、严惩带头闹事的人、撤换

芳村的村书记、禁止A队的成员们在村里跳舞、

承诺清算村集体对村民的负债等方式才将此次

事件平息下去。2017到2018年2年时间里，芳村

将2.2亿村民集资减少到不足8000万，宣布村民

集资“只出不进”——即村民只能退出集资，村

集体不再进行新的集资，村集体经济内部不再

制造制度化的分配不均衡。对于社会领域的冲

突，村干部反复找A队伍的组织者，希望她们不

要再在农民花园里跳舞，甚至不要在其他村民

看得见的地方跳舞，建议她们去外面找其他的

广场、舞馆跳舞，村里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给她

们一点补贴。芳村妇联主席说，“她们这群A队

成员们太高调了，容易刺激其他村民敏感的神

经，挑起矛盾，把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让给其

他村民，这是风险最小的办法”。

然而事实上，土地要素配置上的不均衡以

及这种不均衡结构的固化，才是芳村阶层分化

异常顽固的根本所在，若不改变，它将一直是芳

村的治理风险所在。土地要素配置不均衡若长

期存在，芳村的阶层分化也将长期存在且极少

有阶层流动，进而对立的阶层意识和阶层矛盾也

将长期存在，成为芳村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七、余论：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
共振性及其迁移

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和政治的三位一体性，

使熟人社会不同领域之间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

杂、密切关联的网，这张网成为不同形式公共空

间之间发生高度共振效应的传感器，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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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本发生在经济公共空间的现象，最终给

村庄社会带来了系统性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

阶层意识的形成、孕育了阶层冲突的可能性。

宏观社会公共空间的“碎片化”，对公共空

间共振效应的形成具有缓冲效果。共振的公共

空间是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中引发系列反应的

重要环节，但是公共空间的共振效应并不仅仅

存在于微观的熟人社会中，宏观社会公共空间

的共振效应也可以在一定外力作用下形成，意

识形态的教育、新闻媒体的传播和政治组织的

带动都是促成共振效应的外力。而宏观社会之

所以需要外力，缘于在宏观社会中不同形式公

共空间内部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可能产

生于地域差异也有可能产生于制度差别，并且

因为这种“碎片化”，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的

关联性较弱，导致公共空间的高度共振效应缺

乏必要且敏感的传感器。

但是，“碎片化”的宏观社会公共空间存

在整合的可能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

振的公共空间是可以在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之

间进行知识迁移的阶层分析概念。以城乡二元

结构为例，在我国逐步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政

策限制后，农民可以自由的进入城市劳动力市

场，但城市资本并不能自由进入农村获取土地，

《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土地

承包法》规定了农村土地具体的承包关系，这

样的二元结构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稳定器”[27](P48-55)；也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结

构带来的是“倒丁字型”的宏观社会分层结构，

农民和农民工都处在这个倒“丁”字的底端，并

指出这样的分层结构蕴藏着极大的社会治理风

险，认为中国社会想要缓解这种社会紧张，需

要逐步走出“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28]实践证

明，经济下行压力下，农民进城务工受到极大的

阶段性影响，但这种经济公共空间中的大事件

并没有带来政治公共空间的共振。共振没有发

生的根源在于农民都有回得去的、能够安身立

命的农村[27]，在于农村的经济公共空间和城市

的经济公共空间的相对分离。宏观社会中经济

公共空间的二元性使发生在某一个经济公共空

间的危机并不会成为整体经济危机，进而这种

原本可能导致政治公共空间共振的效应，被经

济公共空间内部二元性带来的弹性内化了。在

宏观社会中，经济公共空间的二元性、文化价值

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社会交往公共空间的地域

性，共同形塑了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的弱关

联和低共振状态。宏观社会公共空间的弱共振

效应是维系当前我国分化社会总体稳定的重要

机制，这种机制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以及如何继

续维系，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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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aintance Society,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
‑‑‑‑A Micro Experience Narrative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CHEN Wenqi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experience narrative of Fangcun Village in Donggu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it is possible for villagers who have been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rata to form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even class actions in their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of all,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rovides natural convenience for class interaction, which is a 
highly resonant public space. Secondly,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ublic space is composed of public life 
represented by human relations, public place represented by squares, publ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dentity 
represented by collective members, and public value represented by face. Thirdly, the stratum differences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re visual and visual, and the stratum interaction is inevitable. The high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 forces the stratum difference and stratum interaction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 rules. Fourth, if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 structure tends 
to solidify,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loss of the weak class and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of the strong class 
will form and accumulate in intuitive differences and forced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set of opposing class 
consciousness becomes an objective political risk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may release its opposition in 
the form of class conflict.

Keywords: acquaintance society; class differenti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class conflict;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


